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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适应性协同方法及其应用 

胡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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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大学 鄱阳湖环境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西 南昌 330029) 

【摘 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了我国古代成效卓越的水利工程和现代生态经济成熟模式的原理与方法，提

出生态适应性协同调控方法。基于对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认知，采用适当的工程或非工程措施，改善系统与环

境、增强生态系统某一方面机能，实现静态协同性，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针对生态系统内部未了解的运行机制

或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调控措施经过“试验式实施—监测观察—效果评估—调控措施优化—再实施”的动态协同

性过程，逐步寻求最适宜的调控方案，取得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的协同统一。针对鄱阳湖湿地修复保护，应

用生态适应性协同方法，研究了鄱阳湖枯水期水位过程调控的手段、方法和基本原则，提出了现阶段枯水期水位过

程调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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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发展，长期以来世界各国进行了不懈探索，不断提出实现路径及相应技术。

早在 1980年代初期，我国科学家提出了生态经济思想，其核心是生态整合相关生产部门或环节，使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1,2]。

生态经济的推广应用中，产生了许多有效模式，如循环经济模式、物质和能量多层利用模式、生物互利共生模式等[3,4];并使得生

态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有力地推进了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5]。在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环境保护方面，2004 年董哲文

提出了生态水利工程的概念，生态水利工程是“在满足人类社会需要的同时，兼顾水生态系统健康可持续性需求的原理和技术

方法”[6,7]。生态水利工程概念得到学术界和工程技术界的关注和重视[8,9],崔保山等认为，生态水利是研究流域或区域水与相关

生态系统(河流、湖泊、沼泽湿地等)关系的一门交叉性应用基础学科，重点研究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相互作用

关系以及生态系统受扰后的生态修复理论、方法和技术[9];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水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水利工程的长期生态

效应、河湖连通与湿地水系网络构建、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生态需水与生态补水、水库生态调度、生态补偿、流域生态系统健

康等 8个方面[9]。 

2008 年，世界银行提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概念，其含义是“通过与自然合作而不是对抗，以平衡自然系统的方式

管理自然系统，从而实现弹性、资源高效和绿色经济”[10,11]。在欧洲共同体的推动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水资源管理、湖泊

治理、污染控制与富营养化防治、减缓城市内涝灾害、流域和矿山生态修复、防洪[12,13,14,15,16,17,18,19,20,21,22]等许多领域得到应用。

Barbara Sowińska-Swierkosz 等[10]分析 970 份 2021 年 2月以前公开发表的文献后认为，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干预措施应该包含

4个核心特征：(1)受到自然启发或以自然为动力；(2)应对社会挑战并解决问题；(3)提供多种服务功能，包括获得生物多样性；

(4)具有高效性和经济效益。日本东北大学提出有关“生态适应性科学”理论和技术体系
[23]
;他们认为，生态适应性科学充分利

用生物和生态系统固有的适应能力，将传统“被动”治理生态环境的技术转变为“主动”适应性技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技术体系包括：(1)揭示适应性科学的基础理论；(2)开发有助于各种产业和生态系统管理的适应性技术；(3)建立面向适应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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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社会经济体系[23]。 

进入 21世纪以后，人类对生态系统内在规律的认知不断深化。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剖析我国古代成效卓越的水利工程和现代

生态经济成熟模式，梳理其中蕴含的生态调控原理与方法，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出科学可靠、稳健有效的生态系统调控方法或

技术，对促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 生态适应性协同方法 

1.1 成功案例剖析 

“天人合一”“法道自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儒家倡导“畏天命、知天命”,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

律；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它为人类谋福利。秉承这些理念，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条件下，

我国劳动人民顺应自然规律，从事物整体着眼、从调理功能着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采用简单措施调节自然系统，建设了许

多卓越的工程，如都江堰、灵渠等，至今还在发挥效益；明代潘季驯提出的“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治河理念一直影响至今。运

用现代科学技术，剖析这些成功案例的技术原理和调控方法，为提炼出科学有效的生态调控方法提供启发。 

(1)山区河流梯级堰坝系统 

在季风气候影响下，我国南方丰水季节暴雨集中，山区河道来水多，山洪暴发；暴雨之后，水位消落，河道干涸，生产生活

用水缺乏。丰水期虽然大量的有机碎屑进入山区河流，由于水流速度快，有机碎屑无法停留和分解，水体呈现贫营养状态，河道

中只有一些藻类附着在岩石、砂粒表面，几乎没有大型植物；浮游动物和鱼类生存不易生存，仅有少数两栖动物和小型底栖动

物，生物多样性水平极差。 

为了解决暴雨之后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劳动人民就地取材，用卵石逐级构建堰坝(图 1)。堰坝的上游形成水塘，水流以跌

水或瀑布从堰顶下泄，下游河床冲刷成深潭。水塘和深潭不仅提供灌溉用水和生活用水，而且具有防洪和生态效益：山洪暴发

时，水塘和深潭存蓄一定洪水、堰坝延缓了洪水下泄时间，减少干流洪峰流量、推迟了洪峰出现时间；水塘和深潭蓄水时，流速

变慢，有利于有机碎屑聚集，被细菌、藻类分解，增加了水体中氮磷等营养物质，为水生植物发育创造了栖息条件和营养来源；

水生植物群落的形成，又为浮游生物、底栖动物和鱼类提供了食物和栖息环境，显著改善了山区河流生物多样性。 

 

图 1江西婺源山区河流的梯级堰坝系统 

用生态学原理分析，梯级堰坝系统对山区河流水生态系统的调控，主要是通过改变河流生态系统所处环境条件，为生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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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营造栖息地和提供营养物质。 

(2)都江堰工程的分水排沙功能 

都江堰水利工程位于成都平原扇形三角洲顶部的岷江干流上，是一座两级分水、两级排沙的无坝引水工程。公元前 256～251

年间，李冰父子率领劳动人民修建。工程有意布置在岷江出山口的一个弯道上(图 2A),利用河流弯道水流特性，科学确定都江鱼

嘴、宝瓶口和飞沙堰的位置及规模，自动实现引水、分洪和排沙。其中最精巧的是宝瓶口和飞沙堰的协同作用[24]。 

经过都江鱼嘴第一次分流以后，内江的水流至宝瓶口时口门突然束窄(图 2B),如果没有飞沙堰，水流流速减慢，水位上涨，

泥沙沉淀。在宝瓶口右侧设置飞沙堰后，为水流提供了一个侧向出口，水流在宝瓶口受阻产生的势能转变为动能，弯道螺旋流侧

向流速增大、动能增加，水流中下层泥沙含量大，在弯道螺旋流的自组织作用下，形成宝瓶口正面引水、飞沙堰侧面分洪与排沙

的态势(图 2B),只要飞沙堰不高，泥沙随着水流自动排到外江去了。引水充足、防洪安全和排沙有效就这样统一在弯道水沙运动

过程中[24]。从系统功能调控的角度看，都江堰工程充分利用自然规律，用简单的工程措施因势利导，发挥流弯道水沙运动自组

织、自适应机制，化不利为有利，把引水可靠、防洪安全和排沙有效和谐地统一在水沙运动中。 

 

图 2都江堰工程及宝瓶口和飞沙堰的引水、分洪和排沙原理 

古人并没有掌握水沙运动的规律，都江堰精巧的引水、分洪和排沙机制不是一次性形成的
[24]
。都江堰工程很早就有严格的

“岁修”“大修”和“抢修”制度，每一次岁修人们都希望通过改变都江鱼嘴和飞沙堰的位置和规模(高度、宽度)使宝瓶口引

水量最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用水需求，如果这次改变成功了，这些措施就固定下来；如果失败了，“抢修”“岁修”时再来修

正。“深掏滩、低作堰”的严格定量标准则经过了长期的探索则得以确定[24]。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推动下，在追求工程最佳效益

的不懈探索中，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都江堰逐步找到了工程设施最适宜的位置，最完善的结构，最恰当的规模；确定了分水排

沙的定量控制标准，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呈现出最佳性能和无限生命力。 

(3)生态农业的“猪—沼—果”模式 

1980 年代，赣南农民开发丘陵山区、发展脐橙产业，创建了猪—沼—果生态农业模式，将养猪、脐橙种植和生活结合在一

起，人、畜粪便在沼气池发酵，产生的沼气可以烧饭照明，解决家用能源，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沼液和沼渣给果树、粮食和蔬

菜施肥，提高了肥料利用率，减少了氮、磷等营养物对土壤和水体的污染；在粪尿发酵过程中，杀死寄生虫虫卵，改善了卫生条

件(图 3)[25]。这一模式深受农民欢迎，农业部作为发展生态经济的南方模式加以推广。 



 

 4 

“猪—沼—果”生态农业将养殖和种植业、生产和生活等环节耦合在一起，通过建设沼气池，引进沼气菌群，在厌氧环境中

分解人畜粪尿，收集沼气，和传统种养模式相比，人为地强化了生态系统的分解功能，使人畜粪尿等有机物充分分解，有利于农

作物吸收，产生的沼气收集利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25]
。沼气菌群至少包括100 多种细菌，细菌种类、作用过

程和相互作用关系至今尚未完全掌握[25]。当时，为了获得高效的沼气菌群，农技人员进行了大量调研和监测，从一些产气量较高

的农户沼气池里提取沼泥，按不同比例配方后，拿到实践中去检验，经过不断试错，终于找到高效率的沼气菌群。 

 

图 3传统种养模式(左)和“猪-沼-果”模式(右) 

从 3个案例可以看到，如果了解生态系统动力机制与系统结构与演变的关系，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调控某一方面的机能，促

进系统向提供更多更好的生态服务功能方向发展；即使对系统动力机制与系统状态与演变关系不十分明确，也可以通过试错法

不断实验修正，最后取得较好的调控效果。 

1.2 生态系统的动力机制 

生态系统是一定空间范围内所有生物与其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动态系统，外部环境决定生态系统生存和发育条件。生态

系统具有多方面的动力机制，在这些动力机制推动下，生态系统不断发育、生长、完善和演进，从而提供生态服务功能。如图 4

所示，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利用太阳能和营养物质进行初级生产，通过食物链将物质与能量传递给消费者，还原者将动植物残渣

进行分解，各类生物和非生物组分通过网络连通起来，进行能量传递和物质循环，促进生态系统不断发育、演进。生态系统通过

细胞、器官、生物个体、种群、群落等层次组织起来；较低层次具有丰富多彩特性和功能，通过自组织在高一层次涌现出较为宏

观的综合属性。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在生物个体、种群、群落等不同层次上竞争、适应、优胜劣汰，不断进化，产生了

丰富的多样性，具有较强的适应、缓冲和修复能力
[26,27]

。 

 

图 4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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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态适应性协同方法 

随着对生物学和生态系统科学认识的深化，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我国古代成效卓越的水利工程和现代生态经济成熟模式

进行研究分析，探究成功原因、运作原理和内在机制，据此提炼出生态适应性协同方法。 

对于明确掌握系统与环境关系、系统内部相互作用动力机制的生态系统，从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出发、从调理系统整体功能

着手，遵循自然规律，采用一定的工程或非工程措施，对已认知的系统可控变量或动力机制进行适当调控，如改善生态系统的环

境、强化生态系统某些动力机制，调整系统的局部结构，强化有利因素、改造不利条件，充分发挥生态系统自组织、自适应作用，

实现系统与所处环境协调统一、动力机制和谐高效，系统结构与过程更符合自然规律，达到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目的，实现

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这一过程称为静态协同性。 

由于生态系统环境变化存在不确定性，人类对生态系统内在规律的认识并不完全充分，最佳的系统调控策略难以一次性确

定，需要通过“调控—观察监测—效果分析—方案修正—再调控”的动态循环过程不断修正与完善。这一过程称为动态协同性

(图 5)。 

 

图 5动态协同性过程 

应用生态适应性协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3 个环节特别重要：(1)对系统整体性的理解：对系统及环境、系统内部相互关系

有较为清晰的理解，对系统运行目标有切实的认识；(2)对调控措施有效性的把握：调控措施能够稳定地提高效率、完善功能；

(3)调控效果定量化：系统目标与效率能够度量，系统结构与过程协调性可以衡量。 

1.4 生态适应性协同方法的特点 

生态适应性协同方法适用于对内部运行机制具有一定认知、但不完全了解或面临外部不确定性的复杂系统。生态适应性协

同方法的本质是尊重自然规律、在自然现象认知的范围内，按照系统运行机制进行谨慎的、有节制的调控，增强部分环节的功

能，通过系统自组织、自适应机制来优化组分之间的关联性，实现静态协同；另外通过反馈循环，形成不断学习、修正和完善的

调控过程，适应生态环境变化和目标的改变或偏移，实现动态协同；逐步取得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从方法论

角度总结，具有 3个特点。 

(1)整体指导下的还原，还原基础上的整合；系统分析和实践模拟相结合，系统调控和系统学习相结合。 

(2)将刚性干预转变为柔性调控：调控措施具有一定弹性，适应系统的自组织、自适应功能；可以不断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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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知识管理转变为知识创新：以监测、评估为基础，“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学习，深化对系统运行机理的理解与认知。 

2 保护鄱阳湖湿地健康的生态适应性协同方法 

2.1 鄱阳湖湿地出现退化趋势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是一个水体流动浅水湖泊，水资源丰富，平均每年流入长江水量达1480×108m3,以长江流域 9%

的流域面积向长江干流输送了 16.7%的水量。受季风气候影响，鄱阳湖“丰水是湖、枯水似河”,丰水期呈现大型湖泊景观，水

生动植物种类多、生物量大；枯水期呈现湖泊—河流—洲滩景观，湿地生物门类齐全，是东亚地区越冬候鸟的主要栖息地。鄱阳

湖湿地是长江中下游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的绿色屏障。 

2003 年以后，由于长江上游水库蓄水运行，加上清水下泄、长江干流河床冲刷严重，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出现退化趋势，

主要表现在以下 5方面。 

(1)湖水位持续低枯： 

2003 年以后，鄱阳湖区枯水出现时间提前、枯水期延长、最低枯水位屡创新低。如图 6所示，就多年平均而言，2003年以

后比 2003年以前“河相”与“湖相”分界水位 10m(1985 国家高程)平均提前 30d出现，极端枯水位 8m平均延长 14d。按照月平

均计算，湖区水位站各月平均水位均比2003年以前降低 0.06～2.52m,其中湖口、星子、都昌、棠荫和康山站10月分别降低 2.52、

2.45、2.41、2.02 和 1.38m。 

 

图 6 1956～2002、2003～2019 年鄱阳湖星子站旬平均水位比较 

(2)湖泊水体总磷浓度较高： 

2003 年以前年平均总磷浓度为 0.017～0.033mg/L,2006～2018 年总磷浓度在 0.062～0.110mg/L 之间，2018 年彻底整治湖

区无序采砂等人类活动后，总磷浓度维持在 0.07mg/L 左右。 

(3)沉水植被退化： 

主要表现在沉水植被面积比1980年代减少38%;生物量由1980年代的1921减少到1328g/m2;沉水植被群落组成物种简单化，

生物多样性减少；优势物种改变等方面[28]。 

(4)候鸟栖息地承载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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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水水域和沼泽面积减少，越冬水鸟栖息地面积缩减、质量下降。越冬候鸟结构发生变化，雁类、鹭类候鸟比例上升，鹳类、

鸭类候鸟比例下降。1998～2015 年湖区候鸟栖息数量超过 104只的觅食地平均每年有 8.5处；2016、2018 年仅 2处，2017、2019

年 0处；2016年开始，越冬候鸟分散到湖泊周边农田、藕塘、鱼池觅食
[29]
。白鹤食物结构改变，稻谷占 34%、莲藕占 23%、紫云

英 11%,传统食物苦草块茎仅占 2%[30]。 

(5)生态服务功能削弱： 

新中国建立以来陆续在鄱阳湖区建有共有 72 个城镇自来水厂、273 座提灌站，这些设施的取水口高程都与当时湖水位相适

应。2003年以后，湖水位持续低枯导致大多数城镇自来水厂取水不足，都昌、星子县自来水厂不得不择址新建；9、10月正是晚

稻拔节、扬花、灌浆的关键时期，灌溉取水困难，15×10
4
hm

2
农田的灌溉保证率下降到 50%以下，每年损失粮食数亿斤。 

2.2 生态适应性协同方法保护鄱阳湖湿地健康的原则 

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内部组分相互影响以及外部环境作用机制复杂。如图 7所示[31],浮游生物、水生植物、

底栖动物、鱼类和鸟类等种群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关系列在中间；自然环境变化(像气候变暖等缓慢变化的自然因

素未列出)和人类活动对湿地生态系统影响及其途径列示在两边。2018 年整顿取消了湖区采砂、酷渔滥捕、捞螺捕蚌、肥水养鱼

等人类活动，2020 年开始“十年禁渔”,控制入湖污染负荷和碟形湖管理是长期的管理任务。自然环境变化主要体现在水文情势

改变，对于流动水体浅水湖泊而言，湖水位是关键因素，直接影响到水动力过程和水化学、水环境[32]。 

 

图 7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内部组分相互影响及外部环境作用机制 

鄱阳湖是一个通河达江的流动水体浅水湖泊，湖水位受到赣江等五河入湖流量和长江干流流量的双重影响。星子站水位 H与

长江汉口站流量 Q1和五河入湖流量 Q2的定量关系为：H=0.0002524Q1+0.0003106Q2+4.326
[31]。通过增加五河入湖径流和长江流量，

把枯水期水位提高到 2003 年以前水平，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气候条件。因此，抬高湖水位需要实施一定的工程措施——修建鄱阳

湖水利枢纽工程。 

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演变对水位变化及其敏感[31]。应用生态适应性协同方法保护鄱阳湖湿地健康的思路是，以鄱

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为调控手段，科学调控枯水期水位过程，使水位变化适应各类生物物种生长发育的时间节律，改善生湿地生态

系统演进所需的水环境条件，遏制湿地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利用湿地生态系统自适应、自组织、自修复机制，辅之以控制入湖污

染负荷、科学利用湖区资源等措施，保护和恢复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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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和鄱阳湖相互影响、相互依存，鄱阳湖在维护长江中下游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安全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调控鄱阳湖

枯水期水位过程，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扬长补短，调枯不控丰 

鄱阳湖主汛期为 4～6 月，长江主汛期 7～9 月；受长江顶托，鄱阳湖对长江中下游防洪安全起到重要作用。有关部门利用

1953～1998 年发生的 13 场洪水资料计算，鄱阳湖平均每次对入湖洪水的调蓄总量为 143.1×108m3,相当于存蓄了流域一次洪水

总量的 1/3;长江遭遇洪水时，由于倒灌和顶托作用，鄱阳湖可以削减长江洪水流量 15450m3/s,削减率约 20%[33]。鄱阳湖的这些蓄

洪功能在长江流域防洪安全中无法替代，不能因建闸使这一功能受到损害。 

另一方面，江湖连通是江河湖泊健康的重要保障之一。每年通过湖口流出或进入的水量、泥沙、污染物和四大家鱼过程如图

8所示。4～8月倒灌入湖水量占全年 64%、出湖泥沙占 47%、出湖总氮、总磷分别占 62.2%和 61.0%、入湖四大家鱼占 95%。为了

保持江湖连通，发挥鄱阳湖在长江防洪中的重要作用，丰水期 4～8 月闸门全开，不进行调控，仅 9～次年 3 月枯水期利用闸门

进行水位调控。 

 

图 8湖口几类物质和生物进出湖时程分布 

(2)枯水调控，江湖两利 

枯水期水位调控尽可能做到江湖两利。9月初长江处于主汛期时，抓住鄱阳湖洪水“尾巴”适当蓄水；长江上游水库蓄水期

间鄱阳湖加大流量下泄，增加长江流量。 

 

图 9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筑物布置示意图 

2.3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筑物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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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控原则，枢纽主要由泄水闸构成，为了便于航运，左岸布置 3线船闸，右岸布置 3条鱼道，便于浅水、中水和深水鱼

类 9月至次年 3月进出湖；利用右岸屏峰山中间的湖汊，开挖一条仿河流生态鱼道，宽 120m、长 2000m,进水口采用卧式平板闸

门控制，4～8月闸门平卧在闸室底部，无障碍沟通闸门上下游，便于长江江豚进出湖；9月蓄水时闸门竖立挡水。图 9是枢纽布

置示意图。 

3 枯水期水位过程的科学调控 

枯水期鄱阳湖水位过程调控是运用生态适应性协同方法恢复和保护鄱阳湖湿地健康的关键。虽然现在对鄱阳湖湿地生态系

统的结构、物种分布、演变过程及其相互作用机理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并未完全掌握内在规律和演变趋势，外部环境的变化还存

在不确定性，枯水期水位调控过程不是一次性完全确定。通过“初始调控方案—实施—观察监测—修改调控方案—再实施”的

动态过程，逐步确定最优水位调控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初期实施的调控方案特别重要，如果不切合鄱阳湖生态系统实际，不仅

今后多走弯路，甚至会对生态系统产生新的损害。 

3.1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初期运行枯水期调控水位 

根据长江大保护要求，当前阶段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目标是：恢复鄱阳湖自然水文节律和湿地生态系统所需的自然

环境，有效遏制鄱阳湖湿地退化趋势，不搞大开发。标志性指标包括：恢复到 2003年以前的水文状态，湖泊水体总磷浓度保持

在 0.06mg/L 左右；沉水植被群落保持苦草为优势物种、底栖动物群落以螺蚌为主体；考虑“十年禁渔”的积极效应，湖区栖息

觅食的长江江豚数量比 2015年有所增加；鹤类、鹳类、天鹅类和鸻鹬类等越冬水鸟栖息地承载力增强，藕田稻田白鹤逐步回归

鄱阳湖区等。 

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经过一千多年的进化，各类物种进过竞争、适应、进化形成了适应鄱阳湖水文节律和演变特征的生态

位、生长发育时间节律及其特性，生物种群之间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竞争、协同、共生和演进关系。按照遵循自然规律的原则，

初期运行枯水期水位过程调控恢复到 2003年以前枯水期多年平均水位过程。 

下面以主湖区为对象，以几种有代表性的生物物种、种群和生态服务功能为例，分析鄱阳湖枯水期初期调控水位能否实现初

期调控目标。图 10中间的 A是鄱阳湖湿地卫星遥感影像，椭圆形虚线框内属于主湖区，从北到南地表高程约 11～12m[34],这一区

域比较典型地体现鄱阳湖“高水是湖、枯水似河”的景观特征，湖水位高于10m 从河道开始漫滩，11m 草洲开始淹没，超过12m

呈现大湖景观，丰水期是沉水植被、螺蚌等底栖动物和鱼类的主要栖息地；枯水期呈现草洲—河流—沼泽地貌景观，湿生和沼生

植被发育，是越冬候鸟和兽类的重要栖息地。图中的虚线代表 1956～2002 年平均水位过程，实线为 2003～2019 年平均水位过

程(现状)。 

(1)豆雁是鄱阳湖越冬候鸟中数量最多的物种，豆雁以洲滩出露 10～20d 后的鲜嫩薹草茎叶为食[35]。薹草分布在主湖区边缘

高程 14m以上地带，2003年以后 8月中下旬 14m洲滩已经出露，10月初豆雁来到鄱阳湖时，薹草生长将近 50d,已经老化，豆雁

无法食用。2003年以前14m 洲滩到 9月中旬出露，豆雁来到时正好 20d左右(图 10B),适宜豆雁取食。 

(2)鄱阳湖第二次科学考察结果显示，生活在连续水淹时间少于半年水域中的底栖动物种群结构不稳定、生物量较少[31]。如

图 10C 所示，2003 年以后主湖区11m 水域连续水淹时间仅 5个月；2003 年以前 12m水域水淹时间超过 6个月，2003 年以前的水

位过程更有利于底栖动物生长繁衍。 

(3)沉水植物 4月开始萌芽发育，10 月底完全成熟[31]。如图 10D 所示，2003 年以后 9 月下旬 12m 洲滩开始出露、10 月上旬

11m 洲滩出露，也就是说，沉水植物没有完成生命周期主湖区已经干涸了。2003 年以前 9 月底 12m 地带没有露滩，保证了沉水

植物完整地完成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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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鄱阳湖周边灌溉泵站进水口地板高程一般在 10～15m 之间，9、10月是晚稻需水高峰期。2003 年以后由于水位低枯，约

有一半以上泵站无法取水，2003 年以前灌溉保证率则达到 80%以上(图 10E)。 

 

图 10 主湖区主要物种与水位的协同性分析 

多年平均水位的分析说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初期运行按照2003 年以前平均水位过程调控可以达到调控目标。水文过程

是一个随机过程，生态学中有“中度扰动生物多样性更丰富”的说法，在工程设计中，遭遇到丰水年或枯水年，水位过程调控在

多年平均水位上下浮动。按照因篇幅所限，浮动情况就不一一叙述。 

3.2 枯水期水位调控过程及其效果 

用图 11来说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运行初期枯水期水位调控过程及其效果。图中，实线代表枯水期水位调控过程线，即星

子站 1956～2002 年平均水位过程线；虚线是星子站 2003～2019 年平均水位过程线(下文称为“现状”)。调控过程分为 5 个阶

段。 

(1)敞泄期： 

根据“调枯不控洪”的原则，4～8月闸门全开，来多少水泄多少水，江湖自由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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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鄱阳湖水利枢纽枯水期水位调控过程 

(2)蓄水期： 

长江上游水库 9 月 10 日开始蓄水，水流从宜昌流至湖口约需 10d,即是说上游水库蓄水影响到 15 日尚未在湖口显现，鄱阳

湖水利工程 9 月 1～15 日下闸蓄水。从现在的 13m 蓄到 14.2m,蓄水量 28×108m3,鄱阳湖出流减少 2140m3/s,9 月 1～15 日进入鄱

阳湖流量多年平均约 6000m3/s,长江干流汉口站多年平均流量 33900m3/s,湖口出流减少量占长江平均流量的 6.31%;鄱阳湖工程

下泄流量达 3000m3/s,对闸下河段航运、取水、鱼类和长江江豚洄游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3)补水期： 

9月 16 日加大流量下泄，按照 2003 年前的平均水位过程 10月 31 日下泄至 12.3m。下泄水量约 40×108m3,与现状相比，9月

16～10 月 31 日平均增加流量 1470m3/s。2003～2020 年此阶段上游水库蓄水，汉口平均流量 23100m3/s,鄱阳湖工程可以增加长

江干流 6.4%的流量。 

(4)消落期： 

1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按照 2003 年以前平均水位过程消落，1 月中旬达到年最低水位。这一阶段鄱阳湖出流比现在增加

160m3/s,对干流有利。 

(5)回蓄期： 

2月日～3月 31日，按照 2003 年以前平均水位过程逐步蓄水，与 4月 1日开闸平稳相衔接，鄱阳湖出湖水流与现状基本相

同。 

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枯水期调控过程可知，枯水期水位调控遵循鄱阳湖的自然消落规律，适应湿地生态系统各类生物生

长发育的时间节律和栖息环境要求，同时在在长江干流流量较小时进行补水，可以实现“江湖两利”。 

4 结束语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了我国古代成效卓越的水利工程和现代生态经济成熟模式的原理与方法，提出生态适应性协同调控

方法。基于对生态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认知，采用适当的工程或非工程措施，改善系统与环境、增强生态系统某一方面机能，实

现静态协同性，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针对生态系统内部未了解的运行机制或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调控措施经过“试验式实

施—监测观察—效果评估—调控措施优化—再实施”的动态协同性过程，逐步寻求最适宜的调控方案，取得经济—社会—生态

环境效益的协同统一。 

为了探索复杂系统调控的有效途径，以鄱阳湖湿地修复保护为目标，应用生态适应协同方法进行了一些探索。将鄱阳湖湿地

修复保护放到长江大保护的框架内，研究了通过调控鄱阳湖枯水期水位过程，使其适应湿地生物各物种的生长节律、改善生态系

统发育演进的外部环境、促进湿地生态系统自我修复的可行性及其实现途径；论证了鄱阳湖枯水期水位调控的初期方案及其效

果。目的是听取批评和意见，期望得到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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